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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中叶到民国时期的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这里有开现代武侠小说创作之门的《三侠五义》，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有民国

初期获得“南向北赵”之大名的赵焕亭和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的王度庐创

作的诸多武侠小说作品。这些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的内容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小说中表现

出来的价值诉求却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注重侠客

情义的浓墨重彩的呈现，这一点与这些作家的旗籍身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旗人社会特

出的“关帝情结”是出现这一创作现象的重要推动力量。“关帝情结”既激发了作家们在自己

的武侠小说创作中展现侠客情义，在作品中对侠客情义进行异彩纷呈的展示，并且由于对于

侠客情义的注重，使得作品的情节内容充满了浓厚的人间情味，加增了人性内涵，表现出某

种超越性的审美向度，同时，在潜隐意识中又对侠客情义进行了明显的政治道德规范和规

训，进而带来了对于侠客人生的某种压抑。

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

对于关羽，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从英雄人物而神而王而帝而圣的逐步深入的崇拜过程。

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关羽还不过是一个英雄人物，其忠勇与刚愎自用都摄入史家的笔

端，但是越到后来其越变得完美并神格化。宋、元、明时期的帝王都曾对其加封，特别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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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

小说创作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关帝情结”的作用下，旗籍作家非常注重在

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侠客情义，这一方面使得其武侠小说创作的内容丰富多姿，表现

出浓厚的人间情味；另一方面，作家笔下的侠客情义又是被规范和被规训了的情

义，有着对于侠客人生的囿限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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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政局出现动荡时更是如此，使其成为在汉地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和人格神。深受宋明理

学影响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关羽塑造成一个符合理学纲常伦理人格型范的人物形

象，关羽成了一个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完人、圣人。淤伴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这一形象

几乎家喻户晓，对于神化关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清代，社会上的关羽崇拜从上到

下更是发展到极盛，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清代帝王从肇基之始即开始的对于关羽的重视以

及后来不遗余力的大力弘扬关帝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使得关帝崇拜不仅有力地参与

了满洲王朝对于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建构，更使得关帝信仰在旗人社会中深深地扎下根来，

形成了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

首先，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崇奉关羽，在满洲兴起之初有利于强化八旗制度下的在旗人

众对于主上的服从，从而使得旗人社会表现出对于满洲君王的高度认可，这就形成了旗人社

会在帝王极力倡导、推动下的对于君主、对于国家的忠诚意识。毋庸讳言，相较于汉族，入关

之前，满洲还是个文明晚进的部族，其崛起之初吸收了汉文化的很多营养。努尔哈赤自幼喜

欢读《三国演义》，在其取得领导地位后即倡导对关羽的崇拜。皇太极对《三国演义》也是喜爱

有加，“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目的在于“使满族子弟，

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于这里的《三国志》实际上就是《三国演义》，而其中的关羽也

是其极力推崇的人物。清军入关，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为了稳固满洲在汉地的统治，强调满汉

共治，一方面大力倡导以宋明理学治国，尊崇孔子和朱子，以获得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服膺，另

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弘扬对关羽的崇拜，努力使这一与理学有着密切渊源的人物形象更具有

普泛化的号召力，从而将以忠义神勇著称，并在汉族中拥有大批崇拜者的关羽推到了一个至

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通过对关羽祭拜、加封以及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关帝庙来强化

关帝崇拜，以在民间层面强化臣民对于国家的忠诚意识。

其次，是保护神意识。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这位汉地人物，不仅推动臣民信奉，自身也是

充满将之神格化后的敬仰，被作为保护神来加以崇拜，甚至渗入到满族的萨满祭祀和宫廷祭

祀典仪之中。在清宫的堂子祭祀中，作为三位朝祭神之一的关帝每日都在承受清代皇帝的供

奉、祭祀。从祭祀标准来看，“在清代被封为‘帝’的关羽，享受到了帝王级的待遇，他已成为一

个地位特殊的神”盂。并且在清代，关羽显灵救助清朝统治者之事，比明代更多。以清朝从事的

军事行动而论，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平定三藩，到镇压后来不断涌起的各种民众起义，都出现

淤 林振礼：《关帝信仰的理学文化蕴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12期。

于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读金史），及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谕旨。皆转引自李宏坤《北京历代

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1期。

盂 李宏坤：《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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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显灵阵前佑助清军之事。淤因此，关羽也被看成是兵营或营房的保护神，而无论是在北京

的旗营还是在驻防地区的旗营，倘有旗营就会有关帝庙，而旗营中倘有八个旗就会有八个关

帝庙，不厌其多。直至今天，还有不少关于关羽作为旗营的保护神的传说在满族民众中流传

下来。于而且，在清代很多旗人家庭也将关羽作为神灵与其它神灵一起加以供奉，称其为“护

国明王佛”。盂

第三是“尚武”意识。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是忠义的化身，还十分神勇，这样一个人

物对于以弓马得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八旗兵丁来说，尤其富于形象魅力。在汉地，关帝也是佛、

道二家共同推崇的神祇，“明代，关帝渐为蒙古、女真诸部共同尊崇。这位英勇善战、忠君信友

的三国时代蜀国大将演变来的人格神，对于崇尚武功的草原行国，或者‘水滨’狩猎的女真部

落，确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当满族奋发崛起于辽东大地的年代，精神上正亟需

这样一位实实在在的人格神，以取代往昔那些脱胎于虎、豹一类动物崇拜的原始战神”榆，因

此关羽得到崇信，也是与其“武勇”分不开的。实际上《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在辽东时期被满洲

的文人学士翻译成满语后，不仅作为娱乐文学的一部分，还成为八旗将士领兵作战的军事教

科书。“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虞此外，旗人社会还有取

材于《三国演义》用满文编写的歌，其中有满文的《关老爷过五关歌》《单刀赴会歌》等。关羽被

清朝皇帝封为“武圣”，关庙被称为“武庙”，同时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第四是兄弟友爱意识。在辽东时期，关羽得到崇奉，从上层而言，八旗军队各由旗主统

领，需要加强团结，而《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兄弟同心，无疑也表达着最高统治者对

于八旗旗主不生异心、团结协作政治意愿的诉求。对于强调整体作战、纪律严酷的八旗军人

来说，关羽的忠义无疑更能为他们提供精神动力。而这种忠义，不仅表现为对于主上之忠诚，

对于八旗征战将士而言，也表现为对于彼此兄弟情义的忠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战阵厮杀

的勇猛无畏和同仇敌忾。因此，在清代，关帝也往往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得到崇拜，八旗军队打

到哪里，关帝庙就修到哪里，尤其是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都修建有关帝庙。在

这些地区，关帝的形象甚至比孔子还具有魅力，成为兄弟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共同维护祖国

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象征。有些庙除供奉关羽外，还有刘备和张飞的像，俗称“三义庙”，也在说

淤 文廷海：《论明清时期世俗社会的关帝崇信》，《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11期。

于 如流传于正红旗的《旗人为什么供奉关羽》、流传于正白旗的《阿三泪斩关公头》等，见赵书、常利民、

崔墨卿主编《八旗子弟传闻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

盂《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 27页。

榆 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

虞 王嵩儒：《掌故拾零》卷一，转引自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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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种兄弟友爱意识在庙祀中得到的重视。而在和平时期，由于旗人属于国家的特殊权力阶

层，这种族群意识和兄弟意识也是彼此强化的。

旗人社会的这种“关帝情结”，在清代以旗人社会为主要消费对象或目标读者的戏曲、评

书、小说等作品中也多有反映，并且也是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生活场景。《施

公案》淤开篇即强调施公的旗人身分，施公的原型施世纶的父亲就是为清朝统一台湾立下汗

马功劳的施琅，是汉人入旗，并列于上三旗中的镶黄旗。小说中至少有两次提到三义庙，而施

公总是对于“刘关张”礼敬有加，叩头以拜。而在旗籍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与关帝有关的

意象更是多有出现。在《儿女英雄传》中，正黄旗汉军旗人安学海“见了关圣帝君定要行礼”，

于是在路过彰仪门外的三义庙时，知道是“汉昭烈帝和关圣、张桓侯的香火”，要下车拜之（第

三十二回）。旗人视关羽为护国神，绝不对他指名道姓，只能称“关帝”，俗称“关玛法”，“玛法”

在满语中有“老爷”“老翁”的意思，所以也称“关老爷”。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中，除了于益

和逢春在四川一处关帝庙假借周仓的大刀杀死马铁腿外，还有一处，即义仆梁国安为了给陈

敬报仇，结果被红英施邪法陷害下狱，作者写了一个外号叫刘姥姥的狱卒，也与关帝有关。对

于其以关老爷为由头进行谐谑，人们就会说“你这张嘴脸，只好给黑将军（周仓）作老婆，如何

唐突关帝呢？”（第一五七回）这也在说明关帝庙的无所不在和人们对关帝的态度，那是深深

植根到日常生活之中的。在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老镖头殁后，李慕白帮助俞秀莲先把

其厝置在附近的一处关帝庙里。《铁骑银瓶》中，玉娇龙的大哥宝恩作为钦差大臣从新疆回京

的途中，就是宿在玉门关附近的关帝庙。《卧虎藏龙》中鲁翰林之家是一个旗人家庭，作者特

意说明，其为迎娶玉娇龙而准备的洞房外边的堂屋，“摆着神龛，供着‘伏魔大帝’、‘观音老

母’”（第十一回）。鲁翰林的母亲鲁太太，作者说到她颇为能干，作为一个女性而喜读《三国演

义》。而且“平日智谋多端，刚愎自用，什么飞贼大盗，她都没放在眼里”（第十三回）。所有这些

都可见关帝和“三国”故事在社会上尤其是旗人社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旗籍作家的武

侠小说创作来说，除此之外，还有更加非凡的意义。

“关帝情结”下侠客情义超越性的审美向度

通俗文学的创作不同于知识精英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在于不追求思想的先锋性和

叙事形式上的陌生化，在思想观念上也更注意贴近读者的期待视野，讲究娱乐性，讲求情节

的曲折动人。于在清代中叶开始逐步定型的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除了以武行

淤 佚名：《施公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 113、213页。下文不再另注，只随文标明回数。

于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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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这一特征外，不同的作家如何不断出新，写出精彩动人的故事无疑成为作品能否成功的

一个重要关键。由于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关帝崇拜在民间迅速漫延开来，关帝作为

一个文化符号，在其忠义的层面固然有护国、护主的大义存焉，而在民间，关羽的仁义层面还

有着保民、义气互助的价值诉求，再加上其勇武的形象，这就很容易使其转化成为以武行侠

的侠客义士侠义人格的一个楷模。揆诸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可以发现，相较于

非旗籍作家，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在表现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时，非常注重侠客之间因

为道义相通而具有的情义，而这一价值诉求就使得旗籍作家的诸多武侠小说作品具有了某

种超越性的审美向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这些作家通过侠客情义演绎出一

幕幕精彩的故事，并通过这些精彩的故事写出了侠义人物多姿多彩的性情，极富人间情味。

而这种人间性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美感，使得侠行人物在一定程

度上会超越明显具有时代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而表现出人际交往中的人性之常，焕发

着特殊的人情魅力。其二，表现侠客情义也是小说娱乐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小说在侠行人物

人际交往的戏剧性的情节构置中，获得趣味性，从而使得通俗文学保有其特殊的不同于精英

文学的独特魅力。三是由于对于侠行人物之情义的重点呈示，使得小说的结构艺术发生了演

化，不再是某些长篇小说，尤其是通俗长篇小说单调单一的“串珠式”结构，也努力超越“珠花

式”结构，而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前后穿插、勾连的整体性结构意识，形成通盘性考虑的框架式

结构。正是三者的紧密结合和相得益彰，使得旗籍作家的诸多长篇武侠小说作品，无论在人

物的塑造上，还是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都更见艺术上的精致。

《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救助遇险的安公子并在能仁寺毙凶僧固然是小说的精彩段落，

也是这部小说被视为侠义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小说还有着侠客之间情义的重点呈

现，即十三妹与邓九公寄名的师徒之交和后来安学海与邓九公的深情厚谊。而正是这种呈

现，不仅有力地平衡着小说的闺阁传奇内容，也成为这部作品结构上的贯穿性因素，使得作

品具有侠义内容整体上的完足性。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清代社会，这种情义更是超越

了政治身分的分野。虽然《儿女英雄传》多被论者认为其思想陈腐，但陈寅恪在自己的诗文中

多次提到《儿女英雄传》，他“对《儿女英雄传》的推重，则不仅包括了这部小说叙述方式上的

创新，更有其描写的讲人情、重气节的时代气息。这唤醒了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回

忆。”淤《三侠五义》中侠客之间情义的表现更加突出。小说不仅在总体的思想主旨上表现出侠

客的忠义，而且更是浓墨重彩来写侠客之间的私义，写出他们之间的情义，而因为诸多侠客

尤其是“五义”之间性情的不同，作者还使得侠客之间的龙争虎斗成为小说的重要呈示内容。

淤 谢泳：《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文艺研究》2013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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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侠客之间的意气之争，通过波澜迭起的故事，在行侠中不忘兄弟情义，通过兄弟情义之

间出现的矛盾以及最后的和解，在“忠烈”的主题下，在与政治理性相缠绕的行侠仗义这一条

主线之外，构建了另一条兄弟情义的情感副线，从而避免了道德说教的刻板，而使得小说同

样富于人间情味，并不乏谐谑色彩，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在小说所依托的宋代早期，关帝

崇拜还没有十分盛行，显然创作此书的这些旗籍作家明显受到了清代关帝崇拜的时代氛围

的影响，使得小说的叙事将侠客们对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府的忠义与侠客们自身之间的兄

弟情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即便是在皇权的维护已经不是正面价值的现代社会，这些兄弟之

间的情义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那是展现了人性、人情之美的。

到了民国时期的赵焕亭和王度庐的笔下，侠客之间的兄弟情义同样得到足够的重视，只

是二人基于自己的时代视野又有了新的发挥。在赵焕亭最具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品《奇侠精

忠传》中，作者借助平叛来表现侠客的忠义，同时平乱也是小说显在的大的结构框架，而内在

的框架则是一班武功少年的分途发展，作家还是要写侠客之间的兄弟情义。如果说，在《三侠

五义》中，兄弟相处虽然也有矛盾，但都有足够的人品保证，因此冲突更多的是性情使然，非

本质上的，那么当兄弟之间出现了本质上的冲突时，该如何解决这一冲突，而又不伤害兄弟

情义，至少不给读者以“无情无义”的印象而容易接受呢？赵焕亭的处理方式是“仁至义尽”。

小说的历史依托是平乱，而真正富于情感的笔墨则是写兄弟情义的可贵和其不得不然的崩

解，这一点也成为作品引人入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善于言情的王度庐的成名作《宝剑金

钗》中，兄弟情义则更有了一番荡人心魂的演绎。这首先表现在李慕白与俞秀莲、孟思昭之间

的情义纠葛上。那种侠客之间的惺惺相惜、那种互尊互助，于哀婉中激荡着深情。不仅如此，

王度庐还写出了内务府旗人德啸峰对李慕白那种极富旗人性情的兄弟情义。为了报答德啸

峰患难相助的兄弟情义，李慕白杀死作恶多端的无耻小人黄冀北后，为了让德啸峰摆脱干

系，甚至自首入狱，决意以死相酬。兄弟情义的可贵在爱情和生命的极端体验中得到了更大

程度上的张扬，小说也因此在行侠与颂义两条线索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段侠客传奇的精彩书

写。

“关帝情结”对侠客情义的规范和对侠义人生的压抑

中国的武侠小说经由汉代的史传文学、唐宋豪侠小说以及元末明初的英雄传奇等文学

形式的陶冶，从清代中叶开始逐步具有今天所谓武侠小说的类型特征，但是清代的侠义之作

在侠义精神的取向上则开始变得窄化，表现出高度伦理化的特征。用鲁迅的话说，这时的侠

义人物是不反对政府的，往往是清官大吏总领一切豪俊。但是就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

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中的“关帝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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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是有与非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关帝情结”的作用下，侠义精神

被进一步“提纯”。韩云波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侠客有私剑之侠、有道义之侠、有江湖之侠、也

有流氓之侠，淤而在旗籍作家的笔下，则大都是道义之侠，而这种道义，表现在兄弟情义上，也

是被进一步“提纯”了的道义。

首先是侠客之间的兄弟情义都是以对于君主或以君主为象征的王朝的忠义为基础和基

本前提的。在旗籍作家笔下，作家大都有对于皇帝圣明的预设。因此兄弟情义是严格被规范

在对皇朝的共同忠诚基础之上的，侠客们所要平的对象则是一些乱臣贼子、贪官污吏或市井

恶人，其行侠的基本目标是共同的，侠义行为都是得到政治正确所卵翼和保证的。《儿女英雄

传》开篇即赞颂“我朝大清”康、雍盛朝的非同凡响，《三侠五义》也首先说明那是一个君正臣

良的世界。即便是到了民国时期，赵焕亭笔下的《奇侠精忠传》仍然要表现“精忠”的主题，小

说中即使是有着道家思想追求的于益，归隐了山林，但那也是在成全兄弟情义协助遇春平了

教乱之后，也是要等待功成身退，要“一剑功成报吾皇”。到了王度庐那里，虽然时代的进一步

发展，称颂皇朝已经不合时宜，作家的“现代”思想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但是作家笔下的侠客

仍不否认现存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对于铁小贝勒、邱小侯爷这些旗人贵胄之侠的塑造，作为

一种替代性的人物，仍能让人感受到小说侠义人物的忠义意识。

其次，旗籍作家笔下的兄弟情义极力规避了江湖之侠的所谓行帮道德、会党道德、门派

道德，江湖义气被正统的伦理道德所规训、所修正。《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中既

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种超越了江湖义气的政治追求，也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江湖义气成分。而在清代的关帝崇拜中，前者无疑是得到突出强调的，君

主已经不再是结义兄弟中的一员，因此兄弟情义就更多地落实在臣属身上，是对君王的共同

地单向度地倾心辅佐，是这种忠义之下的“下安黎庶”。《三侠五义》中的五义即便是聚于陷空

岛，也并非是自立山头、打家劫舍、反抗官府的草泽豪杰，而是侠义人物，而且各自还有行侠

的独立性，并没有行帮色彩。《儿女英雄传》中，即便邓九公在考武举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其

并不反对官府，而是退而求其次，干起了保镖的行当。其与十三妹的交往，以及十三妹与海马

周三等人的交往，虽然似乎存在着江湖义气的成分，但是这种江湖义气更多的是被邓九公、

十三妹以正统道德所引导并加以主导的，甚至邓九公最后与十三妹一道，还将海马周三等一

班绿林人物改造成了“买犊还刀”的本分良民。王度庐笔下的侠义人物也都是保证了行侠仗

义的纯粹性，真正的侠义之士是不拉帮结派的，因此无论是李慕白与德啸峰等人的交往，还

淤 参见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之第二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形态”，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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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与孟思昭、俞秀莲的情义，都体现出一种超越了帮派意识的对于纯粹的侠义境界的追

求。

但是，古代世界并非像作者所预设的那样是一个清明之世———即便有乱臣贼子，但主流

仍然是君正臣良。在清代所谓侠义公案小说大行之时，也正是清代内忧外患扰攘之时，正是

乱世。所谓“乱世出游侠”，行侠仗义作为通俗文学的表现内容，其正是曲折地映现了民众对

于秩序和安定生活的渴望，而旗籍作家笔下的武侠小说无疑更带有旗人社会这一特殊权利

阶层对于保有清朝江山的特殊渴望或者说对于康雍乾盛世的情感迷恋。因此在“关帝情结”

的作用下，作家们在对兄弟情义的书写中既弘扬忠义又规范私义的同时，即便是作为文学想

象，也明显具有对于侠客们的侠义人生的囿限和压抑。其表现可见诸以下方面：

第一，关帝情结中的刘关张这三个结义兄弟的崛起，首先恰恰是其对于黄巾军起义的镇

压，是出于对历史正统秩序的极力维护，因此表现于旗籍作家笔下的兄弟情义总是带有这种

隐含的政治历史意识，即便是民国时期的赵焕亭和王度庐的作品也是如此。这与民国时期，

诸多非旗籍武侠小说作家中通过“反清复明”的历史意涵的设定，来构建冲突，表现侠客人生

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表现在创作中，旗籍作家总是执着于“现实”世俗生活场景，而江湖世界

更多的是市井，而非是一个隐然与朝堂对应、对立的亚社会人群所构成的世界。因此，在旗籍

作家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司马迁笔下游侠那种“不轨于正义”的一面，而正是这“不轨于正义”

的一面，尤能看出侠义人生、侠义人格的社会批判向度。也看不到唐传奇中那种天马行空般

的豪宕飘忽的侠士形象，那里面实际上是蕴涵着某种对更为深刻的自由精神的向往。

第二，从具体的兄弟情义来看，包含着侠义内容的英雄传奇《水浒传》更可以作为一个有

意味的对照。这里至少出现了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对于“忠义”的不同解释。梁山好汉后来

也讲忠义，但是这个正统意识更是出于对于传统的“天道”的认知，是对于皇帝昏庸、奸臣当

道、贪官污吏横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意识。梁山好汉的兄弟情义虽然有行帮意识，但这个行

帮意识里面也暗含着结义的兄弟对于君王不再是无条件的服从。而由于在旗籍作家的笔下

已经把皇帝或者至少是皇权下的政治伦理秩序先在地神圣化或者合理化了，因此服从就成

为必然。另一个是兄弟本身的情义的不同演绎。全本《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虽然都接受招安这

一历史情境中的不得不然的选择，但是结局仍然是悲剧性的，这尤其表现在李逵与宋江这对

兄弟身上。那种同死而无憾的兄弟情义因其含蕴深广，而别具撼人心魄的力量。侠义人物的

死去固然可以说是现实人生的失败，而从另一个意义向度上来说，则是与兄弟情义紧密相关

的侠义人生意义的高扬，因其透露了历史处境的残酷、险恶，激荡着兄弟情义对于侠义之士

所存身的历史处境的反思和批判。而在旗籍作家的笔下，侠客们的行侠仗义基本上都是“性

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中的“关帝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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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好”，被视为一种“游戏”，特别是即便行侠的矛头指向豪门势要，仍能够得到清官、在朝

的旗人高官的保护甚至荐举，其行侠的结局是有全身而退的保证的，因此小说也就失去了对

于文学所应具有的对于更为高远的意义世界的追寻。兄弟情义在焕发着日常人性魅力的同

时，也就缺少了对于情感的更为深刻层次的政治历史意蕴的挖掘。而这一点即便是在清朝已

经被推翻的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赵焕亭笔下的冷田禄固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这个悲剧，更是个人性的悲

剧，作者主要强调其家庭出身之影响，更强调其邪僻之性。所以即便杨遇春如何规劝，其性天

成，虽然有摇摆而亦邪亦正，终不能归之于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冷田禄“堕落”的更

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历史意涵。“精英文化如儒家文化讲究人之习染，所谓性相近，习相远，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指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从心理学或人之社会化的人格理

论角度考察，儒家学说有它的胜义。但是儒家的心性学说同时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基础，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修齐治平均系于心性的修持，这就离开了社会的物质存在而一味

‘唯心’去了”淤。作家对于杨遇春与冷田禄的兄弟情义的表达也因为这种理学内涵而使其侠

义人生缺乏了飞扬灵动的色彩。王度庐笔下的李慕白虽然极重兄弟情义，但是这种对于兄弟

情义的注重，因为对于其时现存社会秩序的过分遵守、对于侠义之道的极力维护，虽然从一

个方面说其实现了侠义人格的自我完成，但是从小说对于悲情的叙事来说，李慕白既是克己

的，同时则又是极为为己的，而忽略了其情感的另一维，那就是对于俞秀莲的人生的忽视。固

然，可以说王度庐有意通过特殊历史情境的营造来制造这样一种紧张以渲染悲情，从而不乏

激发读者对于侠客情义所包蕴的价值内涵进行质疑的意味，但是，从二人的情感结局来看，

这一悲情却不免有矫情的意味。实在的，在经历这样一番情感经历后，李慕白的侠义人生已

经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可言了。孟思昭本有着几许古游侠桀骜不驯的精神，但作者显然表

达了其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无可反抗性的认知，对于兄弟情义的注重，使他放弃了自己，而且

其本意在“成全”，但是却造成了更不幸的结局。这里面的侠义人生是压抑的，更是被“关帝情

结”所笼罩下的兄弟情义所牢笼的。

（张书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淤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 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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